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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兵”的遗产
———军工技术产业化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



王广涛


　　 【内容提要】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以军
需工业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体系几近崩溃。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

的分析视角，认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逻辑背后有军工技术产业

化作为强大的推动力。在 《日本国宪法》的约束下，战后初期的日

本并没有走上军事大国化的道路，但是其战前以及战时总动员体制下

军工技术遗产，以及战后因应朝鲜战争的特需而重启的军工生产、美

国对日本技术上以及经济上的援助、日本政府内部相关利益集团部门

的推动等都从主客观条件上促进了军工技术的产业化。军事技术产业

化的重点并不是在武器研发领域，而是将军工技术波及民用部门

（ｓｐｉｎｏｆｆ）领域并开始规模化生产，战后日本多数大企业集团其成长
壮大的背后都得益于军工技术在民用部门领域的产业化。与此同时，

战后初期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并没有迫使日本在重整军备的道路上走

向极端，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基于军工技术产业化的视角来理解日本战

后复兴和经济增长的逻辑。

【关键词】　富国强兵　日本经济复兴　军工技术产业化　军工企
业　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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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一）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解释维度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以军需工业生产为核心、以战时

总动员体制为特征的近代工业体系几近崩溃。战败后的日本在经历了长达７年的
占领期后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并在此后保持了近２０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日本经济的奇迹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范

式，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待解释案例。在这些见仁见智、纷繁复杂的先行研

究中，来自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视角的解释更关涉本文的研究主题，因此

值得做一番简单的学术史回顾。

来自政治学的视角一般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

局，以及战后美国对日本相对彻底的民主化改革。“和平宪法繁荣论”和 “日

美安保繁荣论”是其中的代表性主张，日本得益于整体良好的国际环境，为

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① 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实施的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

关于日本不得保有军队以及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规定，客观上迫使日本作为

“和平国家”重返国际舞台。“日美安保繁荣论”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

长得益于日美安保条约的保障，正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驻日美军基地的保

护下，日本才得以减轻防卫上的负担，放手发展经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日美安保繁荣论”同时也是 “吉田路线”的自然延伸，日本首相吉田茂

（ＳｈｉｇｅｒｕＹｏｓｈｉｄａ）所主张的 “小规模、轻武装；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路

线在冷战期间基本得到继承，日本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发展经济，不用

过多地考虑国家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军事负担。② 如此一来，理想主义色

彩浓厚的 “和平宪法”和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 “日美安保”成为确保战后日

本整体和平、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支柱。然而，这两个支柱只是从宏观上

确保了日本相对和平的环境，给日本的经济腾飞创造了空间，并没有直接导致

经济的高速增长。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刺激政治经济学者们拓宽了研究视野，他们从政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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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田路线的讨论可参见理查德·Ｊ塞缪尔斯：《日本的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刘铁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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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制定的视角进行归因。① 产业政策是国家或者政府所主导的对本国经济产

业计划进行制定、规划和指导的政策。产业政策对于日本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关于 “产业政策”的讨论远远比 “经济政策”的讨论要更

加激烈，而学术界对日本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解释也更多地归功于日本政府成功

的产业政策。一般认为，后发国家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必须由政府主导制定积极

的产业政策，而日本在战后快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正是遵循了这一逻辑。② 学术

界在研究日本的产业政策时也往往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即思考产业政策的作用

时，会过度评价政府的作用。即使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的学者通常也认为

无论是明治维新之后还是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都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这里的

“自上”更多地强调国家主导或者政治指导的成分，但事实上国家并不等同于政

府，即使在政府内部围绕产业政策也有不同的主张。③

一项产业政策的成立往往是政府内部各部门相互竞争之后的结果，考虑到通

商产业省 （现更名为经济产业省）在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性作

用，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极端地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认定为通产省的政策。④ 美国

政治学者查默斯·约翰逊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ＡＪｏｈｎｓｏｎ）及其后续的跟进研究将通产省
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引领到一个新的高度。⑤ 约翰逊将经济高速增

长归结为日本政府持续且高效的产业政策，他以通产省为例，详细探讨了其在产

业政策制定、官僚精英的确保以及政府的行政指导等方面为经济增长做出的突出

贡献，日本开始成为 “发展型国家”（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
典范。从结果上来看通产省在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功不可没，本文则基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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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等人在考察日本以及 “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奇迹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参见林毅夫、蔡窻、李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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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过程中的多元主义视角，认为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是国内各政治部门

（包括政府性质的相关省厅以及国内各利益集团）竞争和博弈的结果。① 在政策

制定领域握有预算权的大藏省 （现更名为财务省）通常被视为与通产省相对立

的省厅，大藏省更加重视财政均衡、通产省更加重视重点产业的扶持。除了对通

产省等部门领域的关注外，美国商务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早期对日本
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进行了跟踪调查，以该调查为蓝本的报告书认为日本政府

与企业的联合体——— “日本株式会社” （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才是最能够解释

日本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②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能够很大程度上代表大公司的

利益，在产业政策上能够保持同企业之间构成协调统一的关系。

还有一种解释来自更加微观的文化思想以及特殊的制度层面。美国华人学者

高柏 （ＢａｉＧａｏ）指出，形成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产业政策在战后持续地影响了
日本经济的治理结构，正是这种良性的治理结构塑造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对

产业政策的推崇已经发展成为较为稳定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短期内这种意识形

态并不会发生改变，且这种意识形态的惯性让日本政府坚信，有效的产业政策可

以引导国家走向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③ 这种强调观念对政策制定塑造能力的研

究特别适合于日本这种比较特殊的案例。作为思想观念的延伸，美国社会学者傅

高义 （ＥｚｒａＦＶｏｇｅｌ）认为出色的经济社会制度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而
且这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安排恰恰凸显了日本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

同。傅高义虽然从结果上是在研究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在分析上实际采用的是

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对家族制度、社会秩序、经济形态等一系

列的考察，傅高义认为日本的制度是在不断反思自身以及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日本式经营”（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等）也成为后来具有代表性的经营方

式。④ 在此之后，以强调日本自身文化、社会制度等特殊性的研究开始出现，各

式各样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背书的 “日本人论”风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⑤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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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这种强调日本人特殊性的主张也为后来美国在经济上打压日本并将其列为 “修

正主义”（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ｍ）、“例外主义”（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ｓｍ）提供了直接理由。①

经济学者的解释部分是对政治学者的回应、修正和发展，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以来学术界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大多由政治学者来完成，经济学者并没有

获得足够的发言权。② 来自经济学的解释更加多样化，甚至很多相互对立的经济

学流派分别基于自身关注的视角做出了不同的论证。当然，经济学理论对价格理

论、货币政策以及分配机制等领域的解释超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范围和笔者的研

究能力，在此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国内政治，所

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经济。任何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都 “嵌入”在一定的国内

政治和社会结构中。③ 考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机制，离不开对日本国内政

治的考察，同时国内政治也会受到国际政治特别是来自体系格局的结构压力，这

是本文写作的基本出发点。

（二）本文的分析视角：军工技术产业化
本文并不排斥上述各类分析视角，同时也承认其解释力度的有效性。在此前

提下，本文希望给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即军工产业给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怎

样的积极影响。一般认为，战后日本作为 “和平国家”，其军工产业无论是对日

本的经济增长，还是在安全保障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并不那么重

要。１９４７年生效的 《日本国宪法》第９条规定日本不得保有军队、不承认国家

的交战权等限制性因素已经让日本 “强兵”的梦想变得不太可能。同时，战后

初期驻日盟军司令部 （ＧＨＱ）所发出的解散财阀等相关指令，很大程度上削弱
了日本的基础工业实力，与此同时军工产业从结构上解体归零。这些经验性的事

实似乎都无法说明军工产业在日本实现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而本文则希望提出一种替代性或者补充性解释，即军工产业从不同的角度为

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有效地保持了经济增长同安全保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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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军工产业的发展动向是战后日本产业政策以及安全保障政策变化的风向

标，可以为理解上述政策的变化发展提供重要的分析框架。

理查德·塞缪尔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Ｓａｍｕｅｌｓ）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战后
日本虽然整体上在军费开支领域维持了相对较低的水准，但是日本却拥有很多在

全球首屈一指的军民两用技术。军事经济虽然在日本经济的总量中所占比重并不

大，但军工技术却是其高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当然，塞缪尔斯并没有更多地把精

力放在军工产业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而是专注于日本军工产业／军工企业
所具有的技术爱国主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属性以及对日本安全保障政
策制定的推动作用。① 当前对日本军工产业的研究更多的是被置于安全保障的维

度进行考察，“寓军于民”可以说是对上述行为比较到位的解释。② 笔者在早先

发表的文章中注意到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冷战期间日本经

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大规模重开军工生产的现实需求，而冷战结束以后在日本经

济持续衰退的情势下，通过开放防卫产业、扩大武器出口、刺激军事工业技术进

步并最终在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两个方面都获益对于日本而言具有逻辑自

洽性。③

依循以上逻辑，本文提出的问题如下：军工技术为战后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的

成长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战后日本企业集团的成长所内含的军工技术是继承了

战前以及战时总动员体制的遗产，还是战后搭乘了美国技术革新以及技术转移的

便车？基于军工技术产业化的视角，日本政府和大企业集团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

角色？日本是否如欧美学术界所定义的那样，政企联合组成了所谓的 “日本株

式会社”？本文将结合战后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考察。

在进入相关讨论之前，对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相关概念以及

时期界定做如下简要说明。

首先，本文倾向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业已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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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影响和决定了新制度的设计和形成。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历史遗产对制度选择

的影响，主张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辩证发展以及历史的视角研究制度的

演化。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不断演进

的过程而非设计的产物；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

决定和影响着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强调关键时间节点，当实质性的制度发生变

迁时，就会由此产生出某种 “关键节点”（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ｊｕｎｃｔｕｒｅ），使得历史的发展走
上某种新的道路。① 比较政治学者希达·斯考切波 （ＴｈｅｄａＳｋｏｃｐｏｌ）在１９８５年
主编的著名论文集 《找回国家》中，特别强调国家制定的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

集团的模式化关系会影响政治和社会过程，但是较宏观的社会科学视角无益于推

进国家研究，只有比较历史分析才能对处于不同社会背景和跨国环境中的国家结

构和行为提供理想的研究工具。②

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项政策结果，需要对其政策过程以及相关演

变机制进行追踪还原。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特别重视从时空中思考社会结构

和过程问题，注重考查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延续性以及对时空背景的追溯。③ 本文

的分析视角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斯考切波上述主张的延伸，我们认为战前日本

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而宣告终结，作为政策虽然

会被禁止，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思想可以有效影响战

后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此外，关于国家与社会集团的模式化关系，本文也

特别强调日本政府与军工利益集团的互动。从更加微观的视角来看，本文所强调

的军工技术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本质上也是制度框架内各行为主体竞争

后的结果。

其次，战后日本规模化、产业化的军工企业数量相对较少，虽然学术界也有

各种关于日本正在或已经形成 “军工复合体”的批判声音，但在笔者看来其警

示性的成分仍远大于事实上的成分。④ 当然，可能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战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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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 “和平国家”，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军工企业。对此，本文采取斯德

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对军工
企业的定义，只要是成规模的生产和销售军用产品，那么这个企业即可被视为军

工企业，这里并不考虑其军工产品在总产品销售中所占的份额。① 根据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产业数据库 （Ａｒｍ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１６年数据显示，
位列前１００位的军工企业中有五家来自日本的企业，它们分别是三菱重工 （第

２１位）、川崎重工 （第４９位）、ＩＨＩ（第６８位）、日本电气 （第８６位）、三菱电
机 （第９９位）。② 从这个角度而言，本文对日本军工企业、军工产业的定位是合
理的 （参见表１）。

　表１ 战后日本代表性的军工企业及其源流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战前主营 战后主营 财阀 军工占比

三菱重工 １８８４年 舰船、航空机、发动机 交通运输、宇宙航空、发动机 三菱 １２％

川崎重工 １８９６年 舰船、航空机 交通运输、宇宙航空、摩托车 — ７％

三菱电机 １８８４年 发电机、电动机械 交通运输、重型机械、家用电器 三菱 ２％

ＩＨＩ １８８９年 航空机、舰船、发动机 宇宙航空、建筑机械、工业机械 三井 ２％

东芝 １９０４年 电气照明、工业机械 家用电器、重型机械、计算机 三井 ０７９％

富士重工 １９１７年 航空机、发动机 小汽车、宇宙航空、工业机械 — Ｎ／Ａ

日本电气 １８９９年 无线电通信 电气通信、计算机、通信软件 住友 ３％

富士通 １９２３年 电气通信 计算机、电气通信、无线终端 古河 ２％

日立制作所 １９２０年 蒸汽机车、家电制品 计算机、家用电器、重型机械 久原 Ｎ／Ａ

小松制作所 １９２１年 建筑机械、推土机 机械工业、交通运输、建筑机械 — 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企业的主页以及相关数据制作而成，其中军工占比一栏中三菱重工、川崎重

工、三菱电机、ＩＨＩ、日本电气、小松制作所的数据为２０１７年，东芝、富士通的数据为２０１６年，富士重

工和日立制作所没有相关数据。参见ｈｔｔｐｓ：／／ｐｅｏｐｌ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ｎｅｗｓｃｏｍ／ｔｏｐ－１００／。

再次，本文所指军工技术主要强调为军事领域所提供的军事工业产品技术，

而非军事技术。所谓军事技术，狭义上是指武器技术，广义上还包括与武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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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用以组织作战的方式方法。① 军工技术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到了武器的技术

来源。另外还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军工技术并非完全应用在军事工业领域，军工技

术来源于军工产品但是其具体应用也有在民用工业领域应用的可能。事实上，军工

技术向民用产品领域的技术转化 （ｓｐｉｎｏｆｆ）是战后技术革新领域的一大基本特征。
特别是在日本，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初期非军事化原则的推进，以及 《日本国宪

法》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制度性约束，日本主客观的军事需求十分有限。“军工

技术产业化”并不意味着 “军事工业的产业化”，战后的日本虽然不存在规模化的

军工产业，但是可以利用战前所保存以及战后通过技术革新以及技术转移所获得的

军工技术迅速实现产业化，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这种产业化可以是前述军转

民，或者军民两用 （ｄｕａｌｕｓｅ）。当前我们耳熟能详的三菱、三井、住友、日产、
中岛 （后改称富士重工，现改称为 “斯巴鲁”）、石川岛播磨重工 （现改称为

“ＩＨＩ”）、东京芝浦工业 （现改称为 “东芝”）、川崎重工等集团，追根溯源其在战

前就是从事大规模军工生产的财阀以及大企业，它们在战后迅速占据民用产品的市

场份额，并发展成为石油化学、电子机械工业领域的翘楚。

最后，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复兴以及经济高速增长初期的军工产业同经济增长

以及安全保障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从时间段来看大概起于１９４５年，止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既是日本经济复兴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日本
安全保障政策形塑的关键时期，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增长与安全保障这二者

的叠加效应。虽然本文研究的起点是战后的日本，但是日本军工生产的历史并非

始于战后，战前以及战争期间日本的军工生产给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带来了哪些

“积极的”的遗产也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甚至可以说这是本文的一项重要研

究内容）。当然，我们对所谓战前、战时以及战后的考察并不遵循线性的历史事

实，而是基于议题的相关性而有所跳跃。总的来说本文所使用的历史资料以及对

史实的整理并不服从历史学的逻辑，而是围绕论证本文的研究主题，即日本的军

工技术产业化对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　“富国强兵”的技术遗产

（一）日本军工生产的历史演变
“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 “富国强兵”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采取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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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本国策。回顾日本近代化的轨迹可以发现， “文明”与 “开化”、 “殖产”

与 “兴业”无论是分开还是结合在一起解读都无明显差异，而 “富国强兵”并

不是一个浑然天成、不可分割的战略口号。富国与强兵是否并行不悖？还是二者

存在逻辑上的先后顺序？概括而言，“富国”与 “强兵”其侧重点有所不同，战

前的日本在 “富国”和 “强兵”之间更加重视后者，最终给日本帝国带来毁灭

性打击；战后的日本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弱化了 “强兵”方面的需求，换来的则

是经济意义上的 “富国”效益。①

总体而言，“富国强兵”可以从 “经济增长”和 “安全保障”这两个维度

来理解。关于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二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已经有过一些有益的

探讨。毫无疑问，经济增长会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以及社会福利的提升，但是要

保障一国的安全则势必要拿出更多的经济预算放在军事技术研发以及购买先进武

器等领域，这就意味着国家以及国民的一部分财富要流向军费支出领域。既有文

献往往把焦点集中在经济增长同军费预算的关系上 （正相关、负相关或者无

关），反而忽视了防卫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② 在笔者看

来，防卫预算 （军费）只是安全保障问题领域内的一个小分支，不足以同经济

增长相提并论，而且防卫预算的增加或者减少反映的只是 “强兵”与否的结果。

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作为 “强兵”之过程的军工产业的发展和演进，以及其同经

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在 “富国”和 “强兵”之间，军工产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

角色，作为产业部门的一个分支，军工产业的进步、技术的革新是富国的前提条

件。强兵既需要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相关的军事制度、作战技术，同时也需要武

器技术，军工产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武器装备技术的提升。

当然，无节制的军工生产也并不必然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虽然这会让军工

企业大发战争横财，但是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或许并无助益。自１９３７年７
月７日全面扩大侵华之后，日本政府经济统制的目标从生产限制向生产扩大化方
向转移，为了加强军需用品的生产，国家开始直接管制民间资本，经济结构向以

军需用品为中心过渡。特别是１９３８年 《军需工业动员法》启动之后，各大财阀

相继被指定为军需公司 （军需会社），军需生产给财阀们带来特殊利益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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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在不同阶段对 “富国强兵”的理解和侧重也有所区别，相关研究

可参见坂野润治：《未完的明治维新》，宋晓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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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日本国家的整体经济带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①

日本的军工产业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早在德川幕府后期就有一些地方上的

强藩自主建立兵工厂，这些兵工厂不仅在日后讨伐德川幕府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为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星野芳郎 （Ｈｏｓｈｉｎｏ
Ｙｏｓｈｉｒｏ）指出，日本的产业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其中独立的军事工业体
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基于国家独立的视角出发，大力发展军

事工业，虽然日本当时的机械制造业整体上距离欧美列强尚有距离，但是军事工

业的相对优势地位造就了日本产业革命进程中较为突出的军工产业化现象。② 当

前日本的几家大型军工企业，比如三菱重工 （１８５７年，前称 “三菱造船”）、ＩＨＩ
（１８５３年，前称 “石川岛播磨重工”）、东芝 （１８７５年，前称 “东京芝浦工

业”）、川崎重工 （１８７８年）等都是幕末或明治维新初期凭借着政府的资金支
持、业务承包发展起来的。③ 以东芝集团为例，东芝的前身田中制造所是明治维

新之后成立较早的民营工厂，成立之初作为工部省指定的工厂主要生产电信机

械，但是随后不久 （１８７８年）该工厂就开始涉足鱼雷、机械水雷等海军兵器制
造领域，到１８８７年该工厂已经发展成为拥有６８０名员工的大型工厂，为其后东
芝的成立奠定了基础。④ 这些大企业同日本政府的联合形成所谓的 “政商”，构

成了财阀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日俄战争之后在日本国家政策的扶植下，依靠

军需生产以及殖民地经营而发展的企业，如日产、昭和电工等被称为新财阀。当

然，这些企业早期都是名副其实的军工企业，生产的船舶、军舰、火炮以及枪支

亦主要提供给军方。

进入１９３０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对外扩张的加速，官营军工厂的武器生产
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军方的需求，军部对民间企业的武器生产依赖度越来越高，

其中在火器、火炮等轻型武器的生产领域，民间企业所占份额已经超过官营军

工厂，重型武器如军舰达到５９％、战车达到９５％，航空器 （如战斗机、运输

机）的生产则完全掌握在民营企业手中，其中三菱重工业和中岛飞机是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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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康雄ほか：『第二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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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三菱财阀』，日本
"#

新闻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１页。当然，日
本的大财阀们与军部之间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一些研究已经指出，在战争初期阶段，财阀基于自身利益

考虑虽然迎合了军方的主张，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化，特别是日本同美英两国宣战之后，日本财阀的海外

利益受到影响，且部分财阀已经开始担心日本输掉战争的问题了。

星野芳郎：『日本の技术革新』，劲草书房１９６６年版，第７５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Ｇｒｅｅｎ，ＡｒｍｉｎｇＪａｐａ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ｐ８
星野芳郎：『日本の技术革新』，第７５页。



最大的民间军需企业。①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三菱重工业和中岛飞机所生产飞机数
量分别为１９５６１架和１２５１３架，分别占飞机生产总量的１８４％和２８８％，而日
本军部的海军航空工厂和陆军航空工厂总共生产不过２７０４架，占比仅为４％。②

由此可见，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民间企业提供的军事武器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

　表２ 三大财阀对重化学工业投入资本金比较 （１９３７年）
单位：千日元

三菱 三井 住友

基

础

部

门

对日本制铁的投资 １５５５４
东京钢材 ３５００
三菱矿业 ７５０００
九州炭矿汽船 ６２５０
熊别炭矿 ５０００
北桦太矿业 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０３０４（４３７％）

对日本制铁的投资 ２５２６５
三井矿山 ７３５００
北海道炭矿汽船 ５３８００
太平洋炭矿 ８２５０
基隆炭矿 ７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７８１５（５１５％）

对日本制铁的投资 ６００
住友矿业 １７０００
大日本矿业 １５００
住友铝业 ２５００

合计 ２１６００（１３７％）

舰
船
及
机
械
兵
器
工
业

三菱重工业 ７５０００
三菱电机 ２２５００
日本光学工业 ２４０００
日本电池 ２６２５
东京计器制作所 ２７００
东京ＥＣ工业 ６００

合计 １２７４２５（５０４％）

玉造船所 ５０００
芝浦制作所 １８７５０
日本制钢所 １５０００
东洋精机 ３９５０
昭和重工业 １２５０
东京电气 ３４１７５
丰田式织机 ９３７５
合计 ８７５００（２６８％）

住友金属工业 ６２５００
住友电线制造所 ２２５００
藤仓电线 ７５００
安立电气 ８７５
住友机械制作 ２５００
日本乐器制造 ３７４０

合计 ９９６１５（６３４％）

火
药
炸
药
及
化
学
兵
器
工
业

日本化成工业 １５０００

合计１５０００（５９％）

东洋高压 ２４０００
电气化学工业 ２８０００
合成工业 ２３７５
北海苏打 ３７５０
レ

'

ヨン苏打 ３７５
大日本合成树脂 １２５００
合计 ７１０００（２１８％）

住友化学 ２５０００
日本燃料 １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６０００（２２９％）

总计 ２５２７２９（１０００％） ３２５８１５（１０００％） １５７２１５（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三岛康雄ほか：『第二次大
!

と三菱财阀』，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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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军部对武器装备的需求日盛，日本各大民营企业也开始迎合军部的

意向，着力向武器生产以及相关重化学工业领域追加投入。以著名的三大财阀为

例，１９３１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三菱、三井、住友对重化学工业的投
入明显增加，其中三井注资３２５亿日元，三菱注资２５２亿日元，住友注资１５７
亿日元 （参见表２）。在重化学工业的门类中，舰船以及机械兵器工业、炸药火
药以及化学兵器工业所占比重超过基础部门，可以看作战争特需刺激各大企业集

团扩大武器生产的原动力。当然，各大财阀生产的重心有所差异，三菱财阀一直

以重工业为中心，旗下的三菱重工业、三菱电机、日本光学工业等企业获得了三

菱财阀的巨额注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中美英三国首脑联合发表的 《波茨坦公告》

明确了日本的非军事化原则。关于日本战时所开设的官营兵工厂，根据１９４５年
９月２２日美国国务院发布 “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Ｕ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ｏｓｔＳｕｒｒｅｎ
ｄ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Ｊａｐａｎ，ＳＷＮＣＣ１５０／４／Ａ）规定，“除日本经济和平发展及占领军补
给所必需物资设备之外亦应悉数引渡至各战胜国”①。各大财阀则面临解散以

及重组的命运，其中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古河五大传统财阀的解体工作

相对彻底，三菱旗下综合商社三菱商事被解体成为１３０多个小公司，三井物产
则被解体成为２２０多个小公司。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根据 ＧＨＱ制定的 《过度经济力

集中排除法》，三菱重工业、中岛飞机、川崎航空机等战时日本的军需企业被

分割成若干企业。② 财阀遭到解散之后，日本的主要工业产业的集中程度降低，

钢铁、煤炭、铝业等部门从战前以及战时财阀的绝对垄断向着多元化的趋势

发展。③

日本在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军需生产事实上处于终止状态，后来随着美国

占领军进入日本，日本的军需生产全面停止。军需生产的停止给日本经济带来的

打击是全方位的，航空机、兵器部门毫无疑问首当其冲，机械、金属、化学等领

域也一度面临全面停产的困境。战时日本各大企业集团 （财阀）对军需市场的

依存度非常高，日本因为战争的失败而解散了军队，可想而知给军工产业带来的

毁灭性打击。原则上来说，军需生产的停止对于大多数日本国民来说是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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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方式，但是日本政府的军事支出和民间军需工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半数

以上，随着军需生产的停止、军需市场的消失自然也带来解雇、失业等一系列社

会问题。根据经济学家小林秀雄 （Ｈｉｄｅｏ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的统计，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

工业的生产指数 （不包括直接的军工生产在内，１９３５—１９４５年的平均值为１００）

为８５，这只相当于战前日本工业生产指数的１０％，战时峰值的５％。① 可见战

后初期日本工业生产受军工生产、军需市场影响程度之大。

（二）从军需到民用：战时军工技术的延续
对于日本而言，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是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战前和战后的

分界线。学术界对日本的战败也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战败对于日本而言究竟意味

着什么？战败在多大程度上断绝了同战前日本制度上的联系？又或者说战败的日

本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战前日本制度的本质性特点？战败后的日本在美国的占领

下制定了 《日本国宪法》，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政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学术界在研究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项制度时却通常出现截然

不同的两个学派。②

主张战后同战前断绝的学派认为战后的日本是对军国主义的彻底告别，这

种告别既体现在政治制度上，同时也体现在经济制度上。以本文所关注的产业

政策领域为例，在战后日本经济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认为，战

后日本的经济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体制是在战前的垄

断资本主义体制经历了战后改革之后形成的，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实现了民主化，从而改良了战前那种带有强烈封建性、

军事性、落后性的体制，带来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基于这种观点，这类学

说普遍评价战后改革的历史作用，认为其构成了战前、战后在经济体制上的分

水岭。③

但是，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日本学者开始对联合国的占领体制以及战时

日本统制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他们提出了 “战时起源说”，对长期以来一直占据

统治地位的战前战后经济体制 “断绝说”开始了正面宣战。例如东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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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口悠纪雄 （ＹｕｋｉｏＮｏｇｕｃｈｉ）就指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在推行战时统制经济

的１９４０年前后 （“１９４０年体制”）便已成形，“对于日本经济而言，这场战争从

来就没有结束”，他认为即使在５０年后的今天，日本经济运行的逻辑无论是在

制度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仍然在按照 “１９４０年体制”运行。① 也就是说，现代日

本的整个经济体系都处于战时统制经济的延长线上。在本文所关心的产业政策领

域，前述约翰逊以及高柏等学者也是该学说的坚定支持者。随着战后日本产业政

策的发展和演变，主张继承学派的势力越来越强势，这种强调制度路径依赖的学

说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接受。

通过对上一节表２中三大财阀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逻辑。

日本政府在 ＧＨＱ占领期间根据东京大学教授有泽广巳 （ＨｉｒｏｍｉＡｒｉｓａｗａ）的意

见，施行了名为 “倾斜生产方式”的经济政策。所谓 “倾斜生产”就是将工业

生产的重心向煤炭、钢铁领域集中，当煤炭、钢铁的产能达到一定水准之后再带

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体经济复兴的目的。也就是说，煤炭、钢铁

等产业部门的发展是基础，也是后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重心向重化学工业

转移的逻辑出发点。② 透过战后日本产业政策演变的轨迹再来看战前日本产业政

策的动向，１９３７年正值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而日本产业政策的发展重点

从结果上来看与战后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三大财阀对重化学工业领域的投入中，

煤炭钢铁作为基础部门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虽然舰船、火药以及机械兵器是当时

发展的重点，战后利用战前这些固有的军工技术基础，日本迅速实现向重化学工

业的转移也绝不是偶然得来的成功。

如前所述，军工产业在战时日本产业布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本文坚持战后

日本对战前继承性的视角，军工产业虽然在战后遭到了打击，但是并不排除对

战前的继承，这种继承体现在生产能力、军工技术以及研发技术人员的继承等

领域。

在生产能力上，虽然军工产业的解体以及军需市场的丧失给战后日本重化学

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但是在设备领域以及工业生产能力上，除了一些

专门生产武器的设备机械之外，其他设备都得以保存，即使是作为战争赔偿的抵

押引渡给战胜国的机械设备也仅限于官营兵工厂，以这些得以留存的设备机械作

为基本盘，在战后实现了向和平的、民用产业的转换。另外，日本战败后虽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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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兵器、舰船根据ＧＨＱ的指令遭到了破坏，但是在日本宣布战败、ＧＨＱ进驻
日本之前的空白期内 （大约为两周），很多军用设施、军需物资已经完成了向民

间企业部门的转移。① 也就是说，从形式上战时日本的军工产业设备遭到了拆解

和破坏，但是实质上却得以留存，这种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成为战后日本发展民

用工业的基础。

在军事技术领域，以战时飞机产业的生产技术为例，战前日本飞机制造技

术已经有一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大型发动机、螺旋桨等部分的

研究开发其实并没有实现技术突破。随着战争的日益迫近，日本政府也加速了

军工生产的步伐，针对飞机领域，先从机体，再到发动机，截至日本发动全面

侵华战争之前，在飞机制造的各个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② 日本政府 （军

部）在推动飞机产业技术革新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日本军部于１９３２
年重开飞机 “竞争试作政策”，该政策鼓励各大飞机制造商、引擎制造商向军

部提出申请，军队对设计方案合理、结构性能更高的飞机模型予以政策上和财

政上的支持，这大大刺激了军工企业特别是技术人员的生产积极性。③ 战争期

间虽然日本的飞机技术最终没能在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突破，但是其发展成

熟的小型发动机技术为战后日本汽车工业 （飞机发动机转换为汽车引擎）、车

体材料 （飞机机体转换为汽车车体）等部门所继承。从技术转移的视角来看，

战后日本汽车工业的异军突起，战前以及战时飞机制造所留下的遗产功不

可没。

　表３ 帝国海军技术人员在战后民间企业就职情况

姓名 职务 战时从事的开发部门

池田勇吉 三菱汽车副社长 火箭引擎

曾根嘉年 三菱汽车／民间航空机社长 零式舰载战斗机

上田茂人 日产汽车要职 “荣”号引擎

爱甲文雄 第一合成化学社长 氧气鱼雷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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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职务 战时从事的开发部门

中川良一 日产汽车部长 “誉”号引擎

上野辰一 日本无线社长 探测仪器

箕原勉 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部长 技术大佐

松井信夫 东京汽车调查部要职 振动体研究

服部六郎 普利司通设计师 “银河”号设计者

油井一 小松制作所顾问 Ｃ１，Ｔ２计划负责人

水间正一郎 岛田理化学会长 雷达技术人员

井深大 索尼创始人 潜水艇研发

盛田昭夫 索尼创始人 Ｎ／Ａ

高柳健次郎 日本音响 （ＪＶＣ）社长 Ｎ／Ａ

上岛外二 高砂橡胶顾问 火药

青木义郎 八兴电设社长 Ｎ／Ａ

风户健二 日本电子社长 电机技师

永野治 石川岛播磨重工副社长 “ネ－２０”，气泵

种子岛时休 日产汽车研究所所长 “ネ－２０”，气泵

城阪现 松下电器副社长 Ｎ／Ａ

大内淳义 日本电气副社长 Ｎ／Ａ

绪方研二 安藤电气会长 野战通讯机器

新川浩 国际电信电话研究所所长 收音机电波研究

吉田稔 ＴＢＳ副社长 微波

清宫博 富士通社长 Ｎ／Ａ

北野多喜夫 日本电送要职 舰载轰炸机

稻富久雄 马自达研究所所长 “誉”号引擎

菊地庄治 富士重工要职 Ｎ／Ａ

,

道一郎 日本音响 （ＪＶＣ）会长 Ｎ／Ａ

　　资料来源：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Ｓａｍｕｅｌｓ，“Ｒｉｃｈ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ｍ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ａｐａｎ，ｐ１０６本文系根据本书日译本转译，参见奥田章顺
(

：『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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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にみ

る日本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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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安全保障』，三田出版会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６０页。

在研发技术人才的确保上，战前日本把最顶尖的人才都投放到军事武器研发

领域，这些人才散布在各大兵工厂、军事研究所，战后这些人员凭借着自身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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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技术在各大企业谋得要职，并直接牵引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① 在这些

技术人员的名单里面，包括了三菱重工、富士通、日产汽车、ＩＨＩ、富士重工、

日本电气、小松制作所等多个日本大企业 （也是目前日本著名的军工企业，参

见表３）的总裁、董事顾问、技术顾问等。表３所示为战时海军部服务的各类技

术人员在战后的转业以及就职情况，可以看出大多数技术人员基本上是发挥战争

期间技术研发的才能，战后又在民用相关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约翰·道尔

（ＪｏｈｎＷＤｏｗｅｒ）在其名著 《拥抱战败》一书中亦提到这一点，他指出战后许多

成功的电子工业会社，其前身多为制造军用通信设备的中等规模的公司。投降数

周内，此类公司的一位前雇员井深大 （ＭａｓａｒｕＩｂｕｋａ）与几位同事合作生产一种

受欢迎的装置，将短波广播转换为常规频率的广播，为索尼 （Ｓｏｎｙ）公司奠定

了基石。② 井深大在战时曾经在跟海军关系十分密切的军需公司从事研发工作，

而盛田昭夫 （ＡｋｉｏＭｏｒｉｔａ）在战时担任海军技术中尉，从事军事技术研发。战败

后二人共同成立了东京通信公司，就是现今索尼公司的前身。

三　战后日本军工技术产业化的发展

（一）朝鲜战争与军需生产
因应朝鲜战争的特需，日本于１９５２年重新开始武器生产，这意味着日本军

工产业重建的开端。但是此后日本的军工产业却高开低走，虽然经济界利益集团

一直尝试振兴，但是主客观条件并没有让这一意图得以实现。同时，日本政府的

防卫预算无论是从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都处于较低的层次。从国内政治经济

结构的要素来分析，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是国内

各相关利益集团的竞争，大藏省 （财务省）在预算分配上主要受到农业、公共

事业等利益集团的影响，日本虽然成立了防卫厅，但是其地位远不及大藏省、通

产省等部门，军工利益集团虽然活动频繁但并没有占据主导性地位，这一不平等

地位直到２００７年安倍晋三 （ＳｈｉｎｚｏＡｂｅ）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才得以扭转。③

第二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日本政府在经历 １９６０年安保斗争以后，池田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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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ｙａｔｏＩｋｅｄａ）内阁开始将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社会党等在野党
在防卫领域议题上的掣肘、日本国民国防意识的薄弱等都促成了日本政府压低防

卫预算的决定。① 第三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经济界甚至通产省内部对军工产业

的扩大亦有担忧。他们认为日本作为 “和平国家”，内有 “武器出口三原则”的

限制，外有盟友美国的军事保护，考虑经济效应，发展防卫产业并没有太大的

市场。②

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战后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的过程有赖于其 “反军事

主义”（ａｎｔｉ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的国家路线。③ 这种和平主义志向的逻辑往往忽略掉日
本军工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反军事主义”并不否定其固

有的军工技术能力和防卫上的技术需求，防卫上的需要是战后日本重建的原动

力，也是其后日本技术力量的重要源泉，日本所擅长的是把防卫产业有效地转移

到民生经济活动中。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日本固有的军工技术、专业人才虽

然主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防卫产业和防卫预算却长期保持了低姿态。

朝鲜战争的爆发直接刺激了日本 “特需经济”的诞生，朝鲜战争期间美军

在远东的战备物质、后勤补给物资悉数由日本企业提供。遭到解体而濒临破产的

财阀正是靠着朝鲜战争的 “特需”，赚得了战后的第一桶金。战后为日本经济增

长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指出 “特需，即兵器生产开启了战后日本经

济复兴的唯一道路”④。当然，碍于非军事化的原则，这些军工企业已经化身为

普通企业，三菱重工、富士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些战前生产战斗机、战舰的企业

利用自身具有的技术优势改而生产摩托车、引擎盖和推土机等，并迅速占领日本

市场甚至在日后出口美国。⑤

相关的案例不胜枚举。坦克部件和战舰船锚的生产者小松制作所社长，因看

到美国推土机平整机场场地获得灵感，就将推土机作为重建公司的产品。战后成

功的相机制造商佳能 （Ｃａｎｏｎ）和尼康 （Ｎｉｋｏｎ）曾是军用光学仪器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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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战时曾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本田宗一郎 （ＨｏｎｄａＳｏｈｉｃｈｉｒｏ），
开始将军用通信设备使用的小型发动机装到自行车上。这种轻型摩托在小卖店老

板和黑市小商贩中间大受欢迎，导致了１９４９年名为 “梦幻号”的摩托车上市，

并标志着本田技研工业帝国的发端。① 这类军用技术向民用转化并且获得发展是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战前的军工企业利用自身技术上的优势，在战

后迅速占据市场份额，并且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朝鲜战争的特需给日本带来的福音有两个方面：第一，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

对军用物资的需求。以１９５０年７月至１９５１年６月的一年间为例，这一年因应朝
鲜战争的特需，日本接受军事订货接近３亿４０００万美元，日本在朝鲜战争之前
滞销的相关物资约１０００亿日元，以１美元兑换３６０日元的标准来看，朝鲜战争
第一年的军事物资订货就把之前日本囤积的物资消费一空。② 特需所需要的物资

主要有货车、蒸汽机车、钢筋等重工业品，还有一些民生劳保用品。日本的八幡

制铁、富士制铁、日本钢管、丰田、五十铃、小松制作所等大型公司在朝鲜军事

特需中受益最多。

在一些具体的机械工业领域，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所使用的吉普车 （ＪＥＥＰ）
以及商用车 （ＧＭＣ）的７２％、战车的４５％、装甲车的４５％、火炮的７５％、精
密仪器的６４％、枪械类的８０％都是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旧兵器中作为新
产品生产并提供给美国的。③ 此外，近现代战争的战场上所必需的起重机、推

土机等大型配套机械产品也大多是日本从当年遗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丛林中找

出来重新加工而成的。当然，日本利用这些旧武器再加工以及生产的过程中，

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战胜美国本土的生产商，对这些

机械装备的量产化让前述钢铁、机械制造业的大型公司迅速掌握技术并获得经

济效益。

第二，朝鲜战争带动了日本出口贸易的快速增加。广义的特需包括物资和服

务贸易在内，自１９５０年７月开始四年间超过２３亿７０００万美元，同时期美元贸
易出超１９亿４５００万美元，日本的美元外汇大幅增加。这不仅仅从物质层面挽救
了濒临死亡的一大批日本企业，同时还给日本政府特别是大企业带来了丰厚的资

本积累。④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社会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普遍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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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扩军备战的动向日益凸显。日本趁此机会向相关国家大量出口金属、机械、

化学药品等相关产品。这些虽然并没有被定性为军需产品，但是毫无疑问是因应

朝鲜战争以及所带来的后续战争的可能性而生产的产品。

朝鲜战争的军事特需虽然只是给日本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是给日本企业

家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预示着日本产业新局面的开端，即产业生产力扩大以

及工业近代化 （再近代化）的开始。另外，朝鲜战争还迫使美国改变对日政

策，无论是安全保障领域还是经济复兴领域，美国都开始更加重视和扶植日

本，客观上加速了日本军工生产的重启以及军工技术产业化的推进，这是朝鲜

战争不经意间给日本带来的最大助益。

（二）重整军备与重启武器生产
与朝鲜战争相伴生的是重整军备。根据 《日本国宪法》的规定，日本不得

保留武装力量，但是美国考虑到冷战以及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开始要求日本政

府有限地发展武装力量。① 同时，日本政府内部旧军人与政府要人的联系密切，

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重新开启军工生产是这些旧军人的重要

目的，日本政府虽然内部意见不一，但是也显然受到了美国以及旧军人利益集团

的影响。② 同时，战后成立的经济团体联合会 （以下简称经团联），由于战前从

事军工生产的都是大型企业，所以经团联也是积极主张重启武器生产的经济界利

益集团。重启武器生产与朝鲜战争时期的军需生产有所不同。军需生产仅限于生

产当时朝鲜战争中美军所必需的相关军事以及后勤补给物资，原则上来说日本不

能直接生产武器。但是重启武器生产则表明日本可以生产进攻性或防御性的武

器，直接关涉到军事以及战争行为。

１９５１年日本技术生产协力会成立 （后改名为 “日本兵器工业会”），针对朝

鲜战争的军事特需，准备重启日本的兵器生产。１９５２年８月，经团联防卫生产
委员会成立，日本的财界有意重新开启军工生产。③ 其实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在

１９５２年３月解禁兵器、飞机、弹药等的生产， 《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的１９５２
年７月，日本政府制定 《航空机制造事业法》，８月份制定 《武器等制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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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



（通过是在１９５３年７月），从法律上保障了军工生产的可能性。当然，根据上述
两个法律的规定，航空器、武器等生产和修理等需要政府的许可。毫无疑问，日

本政府重开武器生产最重要的政策背景是满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特需。日

本自战败到１９５２年，已经经历了７年的武器生产空白期，即使日本的这些企业

具备战前的军工技术，也不太可能快速从事军工生产。① 这时美国的技术援助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美国的技术援助也不是无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

是日本能够重整军备。

美国政府于１９５１年制定并通过了 《共同安全法》（Ｍｕｔｕ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ｔ），该

法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后续援助计划，强调对那些刚刚实现复兴的美国盟国在军

事以及经济上提供技术援助。但是前提条件是相关受援国能够在军事领域尽可能

实现最大限度的自主防卫。② 日本在 《旧金山条约》生效之后，作为主权国家回

归国际社会，美国也希望日本能够在安全保障领域实现自助。１９５３年美国国务
卿约翰·杜勒斯 （ＪｏｈｎＦＤｕｌｌｅｓ）表明 《共同安全法》适用于日本，也是在变

相迫使日本重整军备。对于日本政府而言，他们并不仅仅期望 《共同安全法》

对日本的援助是增强自身军事技术和防卫力量的援助，同时也对日本的经济独立

和发展寄予了特别高的期待。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之后，财界已经开始普遍

担心朝鲜特需的停止给日本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因此财界也希望能够通过

《共同安全法》的军事援助帮助日本重开军工生产，并且利用军工生产重新振兴

日本的经济。③

战后日本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重开军工生产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并不一

致。前者属于代表着老财阀的重工业公司，例如三菱公司，试图利用战前的军队

高官实现日本野心勃勃的重整军备计划，以及将武器工业作为战后再发展引擎的

乐观计划。④ “防卫生产”还得到了通产省的支持，它希望能够在日本的技术战

略中恢复国防生产的中心地位。鸠山一郎 （ＩｃｈｉｒｏＨａｔｏｙａｍａ）、岸信介 （Ｋｉｓｈｉ

Ｎｏｂｕｓｕｋｅ）以及其他的修正主义者联合起来支持这场预算斗争。但是银行家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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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生产”其实是很婉转的表述，以便能够让公众接受武器生产的事实。１９５１年１月杜勒斯

（ＪｏｈｎＦＤｕｌｌｅｓ）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工业界首次组织起来推动武器生产。同样的人马后来又组织了经
团联的防卫生产委员会，这是对武器工业的最重要的游说机构。



及大藏省对此并不认同。他们和吉田站在一起，认为武器制造会分散更有希望

（而且更加稳定）增长的其他部门的资源。原财阀出身的银行家们拒绝为那些防

卫产品的生产计划超过２０％—３０％的公司融资。① 大藏省的官僚们回忆起军国主
义者在战时的压力，也惧怕再次出现预算赤字。

在１９５４年预算计划的准备中，这场争论初见端倪。大藏省与首相吉田茂坚
决反对通产省支持武器工业；通产省的一些官员也怀疑支持武器工业的有效性，

转而倾向于具有战略意义的电力工业，大藏省受到了这些通产省官员的影响。通

产省以及在军工生产领域主张相对激进的政治家们必须通过武器制造法争取有限

的管制权力，该法案于１９５３年７月在内阁获得通过。与该时期其他工业政策不
同，这项法案向资本市场发出的信号是，武器生产并不会获得政府的额外资助。

大量国防合同商从武器工业领域撤出，有些甚至三四十年都没有重返该领域。②

但是那些最大型的国防合同商同时在战前也是最重要军工企业的财阀并没有从这

场斗争中退出，经团联下属的防卫生产委员会是这些军工企业的大本营，利用防

卫生产委员会同防卫族议员、旧军官等的特殊关系，军工生产重启之后，日本的

军工生产 （特别是武器生产）给这些企业带来的效益是非常有限但是却意义深

远的。除了一些常规武器的出口之外 （参见表４），这些军工企业接受的较大订
单就是美军武器的修理代工服务。

（三）军工技术产业化与日本的经济复兴
日本在解禁武器制造以及航空机制造之后，最早的军事订单是美军装甲

车、飞机等军事机械的修理服务。在战前就从事此项工作的三菱重工、川崎重

工、昭和飞机、小松制作所等公司利用旧军工设施开始从事美国军事机械的修

理工作。其中，战斗机等飞机的修理给战后日本飞机特别是发动机领域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日本各大企业在从事喷气式飞机 （ＪＥＴ）修
理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此前从没有过生产经验的喷气式飞机机身制作以及发

动机的相关技术原理。③ 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主修的 Ｆ－８６喷气式战斗机、
Ｔ－３３喷气式练习机，日本飞机主修的 Ｆ－８６Ｄ全天候战斗机，新明和兴业主修
的海军用双发机等都是在修理这些航空机的过程中掌握了技术要领，最后为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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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７页。



机领域的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

　表４ 日本的武器出口 （１９５６—１９６８年）

年份 出口对象国家与地区 武器内容 金额 （美元）

１９５６ 缅甸 ６５毫米子弹 ８４１５０

１９５７ 缅甸、中国台湾、巴西、南越 ６５毫米子弹、９１式鱼类 １４６６０９５

１９５８ 南越 子弹 ７２００

１９５９ 印度尼西亚 射击管制装置 ８３０００

１９６０ 印度尼西亚、印度 机枪零部件、训练用手雷 ４９１７５

１９６１ 印度尼西亚 枪械零部件 １２５１００

１９６２ 美国 手枪 ９３００

１９６３ 美国、印度尼西亚 手枪、机枪零部件 ６１５００

１９６４ 美国 手枪 ６６０００

１９６５ 泰国、美国 猎枪、子弹、手枪 ８６７０００

１９６６ 泰国 猎枪、手枪 ６７２０００

１９６７ 美国 手枪 Ｎ／Ａ

１９６８ 美国 手枪 Ｎ／Ａ

　　资料来源：富山和夫：『日本の防卫产业』，第３６页。

这一时期，无论是出于美国重整军备的外在压力，还是出于日本自身对军

事工业发展的内部需求。军工生产的重启对于日本军工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化

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然，纯武器生产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是非

常有限的，但是通过武器生产而带来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却是不容忽视的

问题。①

笔者在早先考察日本军工产业利益集团的相关研究中曾经提到日本军工产业

的相对弱势地位。日本的军工企业会同时发展民用产业和军用产业，当然从经济

效益的角度来看民用产业的生产要优先于军用产业。② 军工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

销售额的比重较低，特别是在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这一比例进一步大幅下

降。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日本各大企业武器产品销售额占市场总销售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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镹仓孝夫：『日本帝国主义と军需产业』，ありえす书房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２页。
王广涛：《军工利益集团与日本的安全政策———兼论安倍政权下的军工利益诱导政治》，第２６—

４７页。



量逐年降低，相比民用部门产品，军用部门产品的劳动成本则要高出２５０倍之
多。① 即使到现在那些被认为是军工企业的大型公司，其军工产品占比并不突

出，但是在军工生产过程中所积蓄的技术向民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显然是这些大企业不愿放弃军工生产的重要原因。

除了继承战前核心技术、保留技术人才之外，技术转移也是日本企业实现技

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出于冷战期间日美之间同盟关系的原因，技术转移主要是指

日本积极从欧美 （主要是美国）吸收技术，并且将这些技术国产化和国内普及

的过程。② 塞缪尔斯在考察日本武器技术发展模式时曾提出 “国产化、技术普及

和技术升级”的三段论模式，“国产化”环节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国外先进技术得

以引进，从这一点来看， 《日美安保条约》为日本获得美国的技术专利提供了

便利。

日本企业主要通过 “许可证生产”（ｌｉｃｅｎｓ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方式从美军那里
拿到军事订单。战后汽车企业 （丰田、日产）、轮胎橡胶企业 （普利司通、横滨

轮胎）、发动机等重工企业 （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多是通过同美国军方签约并

获得技术许可的方式逐步掌握核心制造技术、产品标准化技术，并奠定了发动

机、汽车、机械制造等关键产业的基础。③ “技术普及”主要是指日本自身以及

从美国等国家获取的技术在日本国内市场的普及化，这些技术在一开始是基于军

事目的，但是在日本大企业的运筹下迅速向民用市场转移并取得成功。“技术升

级”则较容易理解，技术在得到普及之后企业会加大对该技术的研发 （Ｒ＆Ｄ）
投入，确保其在领域内的核心竞争力。

　表５ 部分军工技术在民用领域的波及效果

飞机 汽车 动力机车 机械

盘式制动器 乘用车 高速电车 —

陶瓷合金内膜 大型巴士、叉车用离合器 — 船舶、一般机械、远心分离机用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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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第１０４页。
久保田ゆかり：『日本の防卫产业の特质———产业构造と安全保障政策が与えた影响の分析』，日

本国际政治学会编 『国际政治』（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第１２０页；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Ｃｈｉｎｗｏｒｔｈ，ＩｎｓｉｄｅＪａｐａｎｓＤｅｆ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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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飞机 汽车 动力机车 机械

铝制热交换器
引擎冷却器、机油冷却器、

车内空调
油压制动 制动试验机等自动化机械

气密膜 — 新干线车窗、车门 船舶铭牌贴、原子炉出入口

橡胶燃料缸 备用容器 远洋渔业备用容器

轴承 — 新干线轴承 —

　　资料来源：富山和夫：『日本の防卫产业』，第１４０页。

总而言之，这些所谓的军工技术在武器生产领域的应用相对有限，受到制度

规范 （武器出口三原则等）的影响，日本的军工技术并不一定用来生产武器，

但是并不表示军工技术不能够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这种产业化和规模化生

产是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溢出之后的效果。当然，我们无从确切地通过量化的方

式掌握军工技术对战后日本民用技术领域的促进作用占比几何，但是经验性的观

察已经可以充分证明军工技术对战后产业整体的提升效应 （代表性的案例可参

见表５）。①

四　结论

本文遵循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日本军工产业的技术来源、技术应用以

及技术普及等问题，重新审视战后日本复兴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性根源。通

过论证可以发现，军工产业虽然并没有直接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力量，但

是战前日本军工产业留下的技术在战后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继承。这种继承是全

方位的，战后日本众多代表性的大企业 （这些大企业也是此后日本经济高速增

长的支柱型企业）都或多或少从战前的军工技术遗产中受益。

同时，这些技术遗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快军事上和经济上扶植日本

的政策背景下得以应用的。朝鲜战争带来的军事特需刺激了日本政府利用军需生

产来重启武器生产，进而利用武器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意图。虽然日本政府内部

各省厅存在是否应该积极发展军工生产的争论，但是在军工技术产业化的问题

上，政府内部几乎不存在争议。在安全保障政策领域，日本政府相对保守，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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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了重开军工生产而大规模地重整军备，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本文假设的正确

性。即，日本重启武器生产是在发展经济这一前提下开展的，而不是主要为了追

求重整军备。当然，日本的军工技术在民用领域大放异彩之后，随时可以反哺军

工武器生产领域 （ｓｐｉｎｏｎ）。
虽然日本的军工产业存在诸多短板，但是这些大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对军

工产业部门的支持力度，究其原因还在于希望通过军工技术的产业化推动民用技

术生产的步伐。军工企业深知防卫技术开发及防卫武器生产之于国家整体技术进

步的重要性。防卫厅为获得新式武器提供给各大企业巨额的研发费用，军工企业

利用防卫厅的研发费用开发的产品其专利权为各军工企业所有。这些专利技术随

即流入民用产品部门，最终仍有利于提高企业收益。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是电子通信产业的普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以防卫部门的电子通信设备研发为
契机，电子产业制品在防卫产业领域占比达５５％，但是到１９６２年这一比例下
降到１３％，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用生产部门电子产业制品的比例倍增，从１９５３
年６６％增加到１９６２年的１２９％。①

日本国内以防卫生产委员会为代表的军工利益集团一直都在积极游说日本政

府放开防卫生产，但是日本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军事大国化的实际需求。即使军工

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放开军工生产，也不能否定其追求军工技术国产化以及军工技

术升级创新的意图。② 当然，这种国产化和技术升级的背后是国家利益优先 （即

所谓的技术爱国主义）还是企业利益优先 （即通过军工技术向民用部门的转化

以获取经更大的收益），自然还有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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